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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是“新瓶装旧酒”吗?* 

段文杰 1  卜  禾 2 

(1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武汉 430000) (2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香港) 

摘  要  积极心理干预是一系列基于积极心理学基本原理而开发的干预技术和干预活动的总称。“内容取向”

和“机制取向”是其定义的主要观点, 目前主要有认识和运用积极特质、感知和欣赏积极体验、训练和养成积

极思维、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四大基本策略。干预通过认知、情绪、行为、需求、脑神经等机制产生效果。

活动、参与者、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影响干预效果。未来研究需将内容取向与机制取向、独立运用与整合运用、

效度原则和经济成本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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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和治疗的

问题视角的反思 , 马丁 ·塞利格曼 (Martin E.P. 

Seligman)博士于 1998 年提出了“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这一概念, 对近 20 年心理学

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Seligman, 2002)。积极心

理学旨在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寻找能够帮助个

人、群体和组织理解并获得幸福的有效机制, 从

而 促 进 个 人 、 群 体 和 组 织 达 到 一 种 丰 盈

(Flourishing)的状态(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丰盈是帮助研究者衡量积极情绪、参与、

人际关系、意义、成就的重要概念, 是指个人有

能力通过自身的能动性, 使其自身生活在一种积

极、幸福的环境中, 即便面对威胁和挑战也能适

应并获得积极的成长(Fairman, Knapp, & Martin, 

2005; Fredrickson & Losada, 2005)。 

随着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发展, 基于其基本原

理而开发的干预技术也随之出现。积极心理干预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PPI)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干预活动的总称, 是积极心

理学理论转换为心理干预或治疗操作技术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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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Wellenzohn, Proyer 和 Ruch (2016b)研究发现, 

基于性格优势的干预可以帮助个体提升幸福感 , 

干预效果在 6 个月后的跟踪测试中仍然显著; 而

Meyers 和 van Woerkom (2017)却发现, 这种类型

的干预效果至多持续一个月。以往的研究发现积

极心理干预在提升个体幸福感方面比认知行为疗

法更有效(Asgharipoor, Asgharnejad Farid, Arshadi, 

& Sahebi, 2012); 而最近一项研究却表明, 在积

极功能的提升上 , 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Chaves, Lopez-Gomez, Hervas, & Vazquez, 2017)。

此外, 学者们还发现积极心理干预并非无所不能, 

例如一些干预措施在学校(Baños et al., 2017)和企

业(Meyers & van Woerkom, 2017)中并不能产生显

著效果。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积极

心理学”提出 20 周年之际, 对积极心理干预的主

要内容、干预技术及其成效、作用机制、影响因

素等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 探讨并回答积极心理

干预“如何” (How)、“为何” (Why)以及“何时” 

(When)能起作用这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以期能为

丰富积极心理学理论研究和进一步发展积极心理

干预的实践应用提供新思路。 

1  积极心理干预的定义 

目前, 主要有“内容取向”和“机制取向”两种

方式来理解积极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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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取向”的观点强调积极心理干预的内容

和主题。一些学者认为, 积极心理干预就是帮助

个体发掘、强化和维持人本身及其生命中的“积极

资源” (例如积极情绪、性格优势、生命的意义等), 

这种干预方法不是直接针对个体的消极情绪或心

理问题而开展的干预或治疗, 而是通过发现并强

化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积极资源”, 从而帮助个体

改善消极情绪和心理问题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例如, Seligman 等人(2006)开发的积

极心理治疗(Positive Psychotherapy)包含了 14 个

帮助患者提升“积极资源”的策略, 并通过积极资

源的提升来降低抑郁。然而, “内容取向”过分强调

干预的内容, 而忽略了对干预结果的要求。好奇

心是一种性格优势, 但过度好奇会让人觉得聒噪

(Niemiec, 2013); “感恩”也是一种个体的积极资源, 

但受虐者常常因为“感恩”而忍受暴行(Wood et al., 

2016)。显然, 增强个体及其生命中“积极资源”的

结果并不一定是积极的。“积极”与“消极”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 不应将其割裂成对立的两方面, 并

以此来定义积极心理干预。此外, “内容取向”这一

定义过于宽泛, 它包含了其他任何不直接针对心

理问题开展的活动(如逃避行为)和任何能够使个

体感到愉快的活动(如放纵行为), 这些活动使个

体通过麻痹自己来消解负面情绪、获得快感, 但

显然不能包含在积极心理干预的范畴之中(Parks 

& Biswas-Diener, 2013)。 

“机制取向”则侧重于积极心理干预的机制和

干预结果。这一观点认为, 通过改变积极变量或

者获得积极结果的干预活动就是积极心理干预。

例如 , 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和建构理论 (Broad- 

and-Build Theory) (Fredrickson, 2004), 积极心理

干预可以通过提升积极情绪来帮助个体面对问题

和困境; Sin 和 Lyubomirsky (2009)也提出积极心

理干预是通过改变积极情绪、积极行为、积极认

知等来提升幸福感的干预活动。这一定义比前一

种定义更准确 , 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干预活动

最终达成的积极结果是通过可操作的干预手段

获得的 , 还是个体通过其他手段获得的 (Lomas, 

Hefferon, & Ivtzan, 2015; Parks & Biswas-Diener, 

2013)。 

在对过往研究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 Parks 和

Biswas-Diener (2013)认为积极心理干预应该同时

满足：(1)以强化个体“积极资源”、促进个体自我

提升为主要目标, 但不包含以放纵或是回避的行

为来达成目标的活动; (2)可以被证明是通过积极

的干预机制, 改变积极变量而达成上述目标的活

动, 不包括个人自我调适、自助发展而实现自我

提升的活动; (3)所设定的目标是具有实证基础的, 

在设计时应该参考已有研究, 明确改变目标变量

达成积极效果的路径是可行的。 

此外, Lomas 等人(2015)认为, 积极心理干预

很难被定义成某种“纯粹”的干预, 它不取决于干

预活动本身, 而取决于干预的对象。那些经过实

证检验的, 能够帮助非临床人群提升幸福感的干

预活动就是积极心理干预, 它所针对的对象是那

些受到负面情绪困扰但不愿意进行传统治疗的人

群。这一取向为我们理解积极心理干预提供了另

一种视角, 它不再突出干预活动本身, 而强调其

运用的对象和环境。Lomas 等人(2015)强调, 这一

定义并不是要否认积极心理干预在临床领域的运

用, 积极心理干预可以与传统的心理治疗相结合

运用到临床治疗当中。 

可以看出, 积极心理干预的定义不是在理论

驱动下进行的分类尝试, 而是研究者们对既往研

究和实务经验合理化后提出的定义 (Parks & 

Biswas-Diener, 2013)。无论“内容取向”还是“机制

取向”, 运用单一的视角来理解积极心理干预, 失

之粗疏。Parks 和 Biswas-Diener 所提出的三个标

准兼具包容性和排他性, 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加

清晰的理解积极心理干预, 但需要强调的是, 积

极心理干预的对象不仅包括健康人群, 也包括临

床患者; 积极心理干预不仅能够帮助个体达到丰

盈的状态, 还能降低负面情绪, 改善心理问题。综

上所述, 我们认为, 积极心理干预是一种以明确

干预路径可行性为前提, 以强化个体“积极资源”

为目标, 以改变积极变量为手段, 为有需要的人

群提供的心理干预方法。 

2  积极心理干预的基本策略 

通过过去 20 年的研究和实践, 积极心理干

预已形成了四大基本干预策略, 即认识和运用积

极特质、感知和欣赏积极体验、训练和养成积极

思维、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这些策略不仅能够

促进积极情绪、积极认知和积极行为的提升和发

展 , 还能帮助参与者降低了负面情绪, 改善心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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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认识和运用积极特质 

积极的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主

题之一, 是指个人性格中的优势、个人的兴趣、

天赋、价值观等 (Peterson, 2006)。Peterson 和

Seligman 等人所提出的 24 种积极特质, 即性格优

势(Character Strengths)是积极特质研究的主要内

容(Peterson & Seligman, 2004)。 

基于性格优势的干预 (Character Strengths- 

based Intervention)是一种个性化的干预策略, 也

是目前为止积极心理干预领域运用最为广泛的一

种方式。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突出优势开展相

对应的活动。Martínez-Martí, Avia 和 Hernández- 

Lloreda (2014)针对“欣赏美的能力”这一优势设计

了为期 3 周的在线课程, 包括美丽日记(Beautiful 

Journal)、美丽意识(Beauty Awareness)、美丽作品

(Beauty Portfolio)、分享论坛(Forum)等等, 旨在帮

助参与者提升对“美”的感知、了解“美”的作用、

提升美学态度、接触美的事物, 从而提升幸福感。

Wellenzohn 等人(2016b)设计了基于“幽默”的干预

方案, 包括三件有趣的事、收集有趣的事、运用

幽默、以幽默应对压力等。 

在这一系列干预中, 普遍采用了“认识−探索− 

运用”模型(Aware-Explore-Apply Model, Niemiec, 

2013), 这是最常被采用的模型之一(Walsh, Cassidy, 

& Priebe, 2017)。参与者首先通过问卷测量(Duan 

& Bu, 2017b; Duan, Ho, Bai, & Tang, 2013; Duan 

et al., 2012; Ho et al., 2016; Peterson & Seligman, 

2004)、优势评价 (Strengths 360°, Shankland & 

Rosset, 2017)、识别突出优势(Signature Strength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等方式了解自身优势, 

再通过观察他人的优势(Strengths Spotting, Niemiec, 

2013)、想象自己最好的状态(Best Possible Self, 

Niemiec, 2013)等方式来强化认识优势的技巧, 最

后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优势 (Use 

Your Strengths In A New Way), 并通过不断地练

习提升幸福感(Peterson & Seligman, 2004;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此外, 新近研究将基于性格优势的干预与传

统干预模型相结合。例如, Niemiec 将性格优势与

正念干预相结合, 通过正念的方式提高个体对自

身性格优势的意识, 同时通过性格优势提升个体

的正念水平(Niemiec, 2013); Duan 和 Bu 将性格优

势、认知行为疗法、单一干预模型(Single Session 

Model)相结合, 用于快速提升大学新生的入学适

应性(Duan & Bu, 2017a)。 

2.2  感知和欣赏积极体验 

有价值的主观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另一

支柱, 包括了愉悦感、主观幸福感、最优的体验、

乐观、自我决定、积极情绪和身体健康的关系等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积极的情绪

体验不仅包括了能使个体内在达到平衡的基本愉

悦感(Pleasures, 如生存需求、健康需求、性需求

的满足), 还包括了个体突破自我极限和内在平衡

而取得发展时的愉悦感(Enjoyment, 如体育、艺术

活动中的自我超越、利他行为和激励人心的谈话), 

后者能够使个体获得积极的成长和长久的幸福感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积极心理干

预策略通过感恩、品味等方式能够帮助个体感知

和体验积极情绪(Davis et al., 2016; Wellenzohn, 

Proyer, & Ruch, 2016a); 通过帮助个体开展相关

活动, 获得心流体验, 从而提升积极情绪和幸福

感(Drozd, Mork, Nielsen, Raeder, & Bjørkli, 2014; 

Layous, Katherine Nelson, & Lyubomirsky, 2013)。 

感恩是积极体验的重要元素, 个体通过感知

和欣赏世界、主动地回馈世界来获得感恩的体验。

感恩的策略通常包括帮助个体觉察到自己是受馈

者并记录下值得感恩的事情(感恩清单、感恩日

记)、向他人表达感恩(感谢信、感恩拜访)、以及

心理教育领域的感恩活动(感恩图、感恩树) (Davis 

et al., 2016; Shankland & Rosset, 2017)。感恩的练

习能够帮助个体获得积极情绪, 提升幸福感, 并

降低负面情绪 (Davis et al., 2016)。“三件好事” 

(Three Good Things, 每天记录下生活中的三件好

事及其发生的原因)也是一种与感恩相关的练习

(Parks & Biswas-Diener, 2013)。感恩和“三件好事”

练习是最常被采用的积极心理干预策略(Walsh et 

al., 2017)。 

心流(Flow)是一种人在全身心投入一项活动

时达到的最愉快的巅峰体验。当个体在进行一项

有明确目标的挑战性活动, 并且个人技能和挑战

之间匹配适当时 , 个体就会产生“心流”的体验

(Csikszentmihalyi, 1990; Mao, Roberts, Pagliaro, 

Csikszentmihalyi, & Bonaiuto, 2016)。个体不仅享

受这个时刻, 而且还可以通过学习新技能、增强

自我效能来提升个人能力, 发掘潜力(Mao et al., 

2016)。心流的特点包括行动与意识的融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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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忘我的状态、内在的驱动、完全集中的

注 意 力 等 (Csikszentmihalyi, 1990; Mao et al., 

2016)。积极心理干预通过帮助个体寻找、计划并

实施与心流相关的活动 , 例如想象并写下“最好

的自己”以及实现它的详细计划和步骤 , 从而促

进个体获得心流的体验、提升幸福感(Drozd et al., 

2014; Layous et al., 2013)。 

品味(Savoring)是一种操作自身的注意力, 关

注、产生、欣赏积极情绪的能力, 个体通过品味

积极的回忆来唤起积极情绪, 从而提升幸福感和

生活满意度 , 降低焦虑和抑郁(何敏贤 , 袁雅仪 , 

段文杰, 2014)。“品味”与正念干预不同之处在于, 

正念强调对当下的觉察, 无论当下的体验是愉悦

或者不愉悦的; 而品味在于把注意力放在积极体

验上, 通过有意识的认知加工来提升愉悦感和幸

福感, 并使其得以持续(Niemiec, 2013)。品味包含

三个基本过程：品味体验(意识到有关的刺激、事

件、情绪、情感等)、品味过程(对意识到的刺激进

行加工处理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品味策略(个体采

取行动和策略来维持和强化积极体验) (何敏贤等, 

2014; Bryant, Chadwick, & Kluwe, 2011)。积极心

理干预通常帮助参与者制定品味计划, 来获得积

极体验。例如鼓励参与者每天花点时间回顾和记

录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例如吃饭、洗澡、上课等), 

思考认真记录和匆匆度过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

受等(Rashid, 2015; Seligman et al., 2006; Walsh et 

al., 2017)。 

除了直接的感知和欣赏之外, 自然环境也会

对个体的积极体验产生影响, 例如宜人的气候能

够提升情绪、拓展认知(Keller et al., 2016), 因此

个体与自然的联结能帮助个体在身心灵各个方面

获得积极体验, 促进个体达到丰盈的状态。人类

对自然的依赖使自然成为人类幸福感的必要成分; 

自然环境还能帮助个体恢复注意力、减轻压力

(Capaldi, Passmore, Nisbet, Zelenski, & Dopko, 

2015), 因此增强个体与自然的联结也是积极心理

干预的一种手段。基于自然的积极心理干预鼓励

参与者开展和参与自然相关的活动, 例如在 30 天

内每天至少花 30 分钟在户外或自然环境中, 聆听

自然的声音、进行冥想、观察野生动物等(Hamann 

& Ivtzan, 2016); 参与者也被鼓励拍摄自然美景, 

上传到公共空间并相互交流 (Hamann & Ivtzan, 

2016; Passmore & Holder, 2017)。 

2.3  训练和养成积极思维 

积极思维是指一个人对未来抱着积极的期望, 

并且他所采取的行动会受到他对这些行为可能后

果的预期的影响, 那些看到预期结果的人通过自

身的努力去争取期望中的结果, 尽管他们在这一

过程中会遇到困难(Scheier & Carver, 1993), 典型

的积极思维有希望和乐观。积极心理干预策略帮

助个体养成积极的思维方式, 以积极的视角探索

并实现目标(如希望疗法), 用积极的信念促进最

优的功能(如幸福疗法)。 

希望疗法(Hope Therapy)是由积极心理学家

施耐德(Snyder)等人提出的“希望理论”发展而来

的一系列干预方法, 该理论认为“希望”是一种目

标导向的积极思维策略 , 包括目标思维 (Goal 

thinking)、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与路径思维

(Pathway thinking) 三个部分 ( 何敏贤等 , 2014; 

Snyder, 2002)。希望疗法的过程通常包括两个阶段

——灌输希望和提升希望。在灌注希望的阶段 , 

首先是帮助个体理解“希望”的内涵, 以积极的视

角回顾自己的经历, 关注自己所获得的成就, 使

其明白希望感是贯穿生命始终的, 并在回顾的过

程中帮助个体形成“目标”的概念, 探索和明晰自

己所追求的目标; 在提升希望的阶段, 帮助个体

寻找能够通向目标的方法和路径, 尤其当个体面

临挑战时克服困难的方法, 并增强个体的动力思

维来增加其实现目标的动机 (何敏贤等 , 2014; 

Goodall & Berman, 1999; Keyes & Lopez, 2002; 

Snyder, 2000, 2002)。目前, 希望理论和希望疗法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运用。刘孟超和黄希庭

(2013)概括总结了希望与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生

理健康、人力资源管理、物质滥用治疗之间的联

系和作用。谢丹、赵竹青、段文杰和胡卫平(2016)

详述了希望思维在改善身心症状、帮助行为矫正、

维护心理健康、促进个体适应、激发个人成长等

临床与实践领域的应用。希望疗法是一种适用范

围广泛、干预方法简单、可作为独立干预系统也

能与传统心理治疗相融合的积极心理干预策略。 

幸福疗法(Wellbeing Therapy, WBT)是以 Ryff 

(1989)提出的心理幸福感的多维度模型(包括个体

对环境的掌握、个人的成长、生活的目的、自决、

自我接纳、以及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为干预内容发

展起来的一种短期的积极心理干预策略 (Fava, 

2016)。Fava (2016)将幸福疗法概括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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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期：帮助参与者选择体验到最佳幸福感的情

境; (2)中期：鼓励参与者识别导致幸福感中断的

想法和信念; 这一阶段是干预的核心阶段, 其目

的在于改变个体对幸福的信念和态度, 促进个人

成长, 强化积极行为。(3)末期：讨论和修正参与

者影响幸福感维度的想法和信念。幸福疗法所采

用的技术与认知行为疗法相近, 主要包括认知重

组、安排愉快的活动、分级分配任务、自信训练、

解决问题以提高参与者的自决能力和环境掌控能

力以及增加乐观和积极思维, 其与认知行为疗法

主要区别在于幸福疗法的重点是增强幸福感并促

进最优的功能, 而不仅仅是减轻痛苦。幸福疗法

可以被独立运用, 也可以与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

相结合; 在严重精神障碍的治疗中, 幸福疗法作

为中后期的一种治疗技术更为有效; 此外, 幸福

疗法不仅可以用于个体的治疗, 也可以用于团体

辅导(Fava, 2016)。 

2.4  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 

积极的关系是幸福感的一大支柱, 积极的关

系包括社会融合感、支持他人以及被他人支持 , 

积极的关系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希望、

感恩和灵性(Kern, Waters, Adler, & White, 2015)。

积极心理干预策略通过鼓励参与者与他人积极地

互动(如利他行为)、积极地沟通(如积极回应)来帮

助参与者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 

“ 善 良 行 为 ” (Acts of kindness/Counting 

Kindness)是一种鼓励和引导参与者发现和识别需

要帮助的人, 并采取利他行为的积极干预策略。

作为社会性动物, 人类拥有一系列的心理机制激

励我们去帮助别人。善良行为能够促进个体采取

更多亲社会行为, 进而促进幸福感的提升(Layous, 

Nelson, Kurtz, & Lyubomirsky, 2017)。善良行为形

式多样, 帮助他人开门、帮忙照看小孩、慈善捐

助、志愿服务等等都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活动, 帮

助个体提升幸福感(Parks & Biswas-Diener, 2013)。 

“积极回应” (Active Constructive Responding)

是指积极地、有建设性地回应他人。我们如何回

应他人对人际关系的质量和个人的幸福感有很大

的影响, 因此积极的回应能够促进人际沟通, 改

善人际关系。例如, 一项在学校中开展的积极干

预项目——“没有‘但是’的一天” (But Free day), 

要求老师和学生以积极的、主动的方式对他人做

出回应, 不能在言语之间表达或者暗含否定的意

味(Peterson, 2013; Shankland & Rosset, 2017)。积

极心理干预鼓励参与者每天至少练习一次积极回

应, 对他人有意义或者重要的信息表示热情和支

持(Rashid, 2015; Seligman et al., 2006; Walsh et al., 

2017)。 

3  积极心理干预的作用机制 

归纳总结现有实证研究, 发现目前积极心理

干预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认知行为理论、拓展建

构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神经生理机制。 

3.1  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的基本信念是：思想扭曲和不

适应行为在心理障碍的发展和维护中起着重要作

用, 帮助服务对象改变不良的认知(例如思想、信

念和态度), 发展持久的技能, 促进行为改变, 可

以减少症状和相关的痛苦(Beck, 1993)。认知行为

理论为积极心理干预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种解

释。例如, 基于性格优势的积极心理干预模型, 即

“认知−探索−运用”模型反映了认知重构、学习技

巧、运用训练等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过程, 认知

重组、设定目标和安排愉快活动等认知行为疗法

的技巧也被用在积极心理干预的过程中。 

例如, Duan 和 Bu (2017a)针对大学新生适应

问题设计了一次 90 分钟的单一小组干预, 辅之以

一周的自主活动。这一干预更加清晰地将认知阶

段和行为阶段进行了划分：认知阶段主要是一节

90 分钟的干预课程, 侧重于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性

格优势 , 运用的策略包括认识优势 (Identifying 

Character Strengths)、请他人评价自己的优势

(Character Strengths 360°)、突出优势 (Signature 

Character Strengths)、制定目标(Nominate Goals); 

一周的自主活动是行为阶段, 侧重于运用优势达

成目标。这一干预过程将认知行为疗法的技巧(如

认知重组、学习技巧、设定目标、安排愉快活动

等)和积极心理干预策略相结合, 通过提升优势意

识和优势使用来达到降低负面情绪, 提升幸福感

的作用。 

3.2  拓展和建构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 Fredrickson 通过拓展和建构理

论(The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来解释积极情绪

在积极心理干预中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机制。她认

为, 积极情绪体验(快乐、满足、骄傲、爱等)具有

瞬时的拓展功能, 能帮助个体拓展其注意、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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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范围, 从而建构起可持续到未来的特质(高

正亮, 童辉杰, 2010; Fredrickson, 2004)。因此, 积

极心理干预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提升个体的积极

情绪帮助个体拓展认知和行动, 建构资源, 从而

良好地应对困境, 而对困境的良好应对又能进一

步产生积极情绪, 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高正

亮, 童辉杰, 2010), 最终帮助个体达到丰盈的状

态。Fredrickson 提出, 通过积极情绪拓展注意、

认知、行动能够帮助个体缓解负面情绪、增强心

理韧性 , 从而促进组织良好地运转 (Fredrickson, 

2016); 此外, 研究表明个体的心理韧性通过积极

情绪影响丰盈和压力水平(Denovan & Macaskill, 

2017); 性格优势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员工的生活满

意 度 、 工 作 参 与 度 和 倦 怠 感 (Meyers & van 

Woerkom, 2017)。可以看出, 积极情绪在积极心理

干预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一

理论也是“机制取向”的积极心理干预的重要理论

基础。 

Fredrickson, Cohn, Coffey, Pek 和 Finkel (2008)

设 计 了 一 组 爱 与 善 良 冥 想 训 练 (Loving-and- 

Kindness Meditation, LKM)。LKM 要求参与者在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 , 闭上双眼 , 席地而坐 , 

首先将注意力放置到呼吸上, 接下来依次进行关

于自己、所爱之人、他人与陌生人的爱与善良的

冥想。不同于非评判的正念冥想, LKM 直接指向

积极的情绪, 参与者在将积极情绪从自身延伸到

一个不断扩大的圈子(他人、陌生人)的过程中, 其

认知也得到了拓展。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显示 , 

爱与善良冥想练习使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

更持久的积极情绪体验, 进而使个人的积极资源

(例如正念、生活的目的、社会支持等)得到了提升。

这些个人资源的增加也预示着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和抑郁症状的减轻。 

3.3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为积极心理干预的有效性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自

我决定理论提出了三个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 

即胜任(Competence)需求、自主(Autonomy)需求和

归属(Relatedness)需求。自主是个体把自己看作是

行为源头的需求; 胜任是个体有能力达成目标的

需求 ; 归属是个体对频繁和持久的关心的需求 , 

自我决定理论假设人在充满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环

境中, 内在动机更有可能被激发, 并产生探索性

的行为(Britton, Williams, & Conner, 2008; Ryan & 

Deci, 2000)。如果这三者能够得到满足, 则会促进

个体的幸福和健康(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这些需求是与生俱来的, 不需要经过后天

的学习。积极心理干预通过一系列干预活动帮助

个体满足心理需求 , 激发内在的自我动机 (Self- 

motivation), 从 而 促 进 个 性 整 合 (Personality- 

integration), 提升幸福感。因此, 内在需求的满足, 

是积极心理干预发生作用的重要机制。基于自我

决定理论的干预技巧包括自主的支持(如促进自

我认同、尊重兴趣和选择、避免控制等)、结构化

(如制定目标、将目标与个人能力结合、即时反馈

获得的进步等 )、参与 (如同理心、情感披露等 ) 

(Silva, Marques, & Teixeira, 2014)。 

Farmer, Allsopp 和 Ferron (2015)针对患有学

习障碍和多动症的大学生的需要设计了“个人优

势训练” (Personal Strengths Program, PSP)项目。

这一项目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干预技巧和积极

心理干预相结合, 为干预对象提供了 8 次干预课

程。干预主题为：自我意识、性格优势(2 次)、学

习优势(2 次)、自信地交流与沟通技巧、合理处理

反馈、一般化与维持。PSP 项目一对一面谈来帮

助学生识别他们自身的性格优势, 并在学习过程

中使用他们的突出优势来达到与学业表现相关的

目标。每次干预遵循相同的流程：设定目标、制

定计划、监测进展、反思进步。在面谈过程中, 指

导者主要采用开放式地询问技巧引导学生学会选

择合适的策略并反思自己的想法。学生会被询问

“你达成上周的目标了吗？你本周的目标是什

么？你将使用什么优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你如

何得知自己已经达成了目标？”等问题。学生在识

别自身的突出优势并选择个性化的活动过程中满

足了自主需求; 在运用突出优势达成目标的过程

中满足了胜任需求; 在指导者和学生问答的互动

过程中, 开放式地询问技巧、对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的支持、良好的治疗关系满足了学生的归属需求。 

3.4  神经生理机制 

生物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

研究结果为积极心理干预产生作用的生理机制提

供了多种解释。脑成像研究表明, 大脑皮层(如眼

窝前额皮质、扣带皮层、前额叶皮层)是与愉悦感、

幸福感相关的关键区域(Funahashi, 2011; Machado 

& Cantilino, 2016), 而个体的性格和气质与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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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的激活有关(Cloninger, Svrakic, & Przybeck, 

1993; Machado & Cantilino, 2016), 因此, 积极心

理干预的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相关区域, 从而提升

幸福感。 

皮质醇是一种和压力相关的激素, 创伤和压

力事件会提升皮质醇分泌的水平和持续时长

(Gropper, Smith, & Groff, 2009) ; 同时, 皮质醇分

泌水平也被认为是一项预测幸福感的指标, 与心

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知觉到的社会

支持等积极功能呈显著负相关, 皮质醇水平越低, 

个体积极功能越高(Rickard, Chin, & Vella-Brodrick, 

2016)。性格优势是一种压力防御因素, 能够帮助

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适应压力(Li, Duan, & Guo, 

2017), 从而减少皮质醇分泌, 以提升幸福感。 

Kini, Wong, McInnis, Gabana 和 Brown (2016)

招募了一批寻求心理咨询的案主作为被试, 一组

被试在每次咨询之后, 进行感谢信写作, 每次写

作 20 分钟, 连续 3 周; 另有一组进行普通的心理

治疗, 并在每次咨询后书写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压

力事件和时期。3 个月之后, 两组被试参与一项

“金钱传递”的游戏并接受核磁共振扫描。在游戏

中, 被试作为受益人可以获得 1~20 美元的捐助, 

同时被试会被告知捐助者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

电脑, 而实际上捐赠是由电脑决定的。之后, 被试

会得到另一名受益人的信息, 被试可以自行决定

与另一受益人分享其获得的捐助的比例。被试会

被告知捐助人并不想要回钱, 但是如果被试想要

表示感谢, 可以将金额与他人分享。分享的金额

的比例和自我报告式的感恩量表被用作量化感恩

的程度。游戏反复进行 5 次, 游戏过程中会通过

核磁共振对被试的大脑进行扫描。结果显示, 感

恩表达通常与大脑顶叶和外侧前额皮质的活动有

关, 感恩信写作也与这些区域中更高水平、更持

久的神经敏感度显著相关, 这就意味着参加感谢

信书写组的被试的感恩行为增加, 感恩的激发下, 

被试内侧前额叶皮质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神经调

节, 从而使得被试的临床结果(如焦虑、抑郁)有极

大地改善。 

4  积极心理干预起作用的基本条件 

Lyubomirsky 和 Layous (2013)基于以往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 提出了积极活动模型(The Positive- 

Activity Model), 旨在解释“如何”使积极的活动帮

助人们获得幸福感。积极心理干预的一系列活动

通过积极情绪、积极思维、积极行为和需求满足

促进和提升幸福感。活动的特征、个体的特征和

文化背景因素都影响了干预的效果。 

活动的特征包括干预的频率和时间点、干预

内容的多样性和连续性, 参与者获得的社会支持

等等(Lyubomirsky & Layous, 2013)。过往研究表

明, 过度地进行“感恩日记”练习, 会让参与者感

到冗余而失去兴趣 , 每周进行一次效果最佳

(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而每天

坚持“三件好事”能够有效、持久地提升幸福感, 降

低抑郁情绪(Seligman et al., 2005)。“三件好事”与

“感恩日记”的区别在于, “三件好事”关注的是当

天发生的事情 , 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件 , 

而“感恩日记”主要是回顾过往发生的值得感恩的

事件 , 如果太频繁地记录 , 容易出现重复 , 导致

参与者失去兴趣。此外, 社会支持调节了个体积

极心理优势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Khan & 

Husain, 2010)。 

个体的特征包括了个人参与活动的需求及其

配合程度、参与者的个性及其情绪特质等。具有

较强参与意愿的参与者、希望变得更幸福的参与

者往往对干预活动的投入更多, 从而获得更多的

积极体验。例如, 前文提到, Baños 等人(2017)发

现并非所有的积极心理干预在学校情境中都能产

生显著的效果, 未能产生显著效果的原因, 可能

是由于学生被动参与到积极心理干预中, 将其视

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参与动机不强, 活动的执

行也可能是敷衍 , 从而影响了干预的效果。

Meyers, van Woerkom和 Bakker (2013)也总结道积

极心理干预的有效性受到员工心理资本、个体负

面情绪特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最 优 的 个 体 与 活 动 的 匹 配 状 态 (person- 

activity fit)也影响着幸福感的提升(Lyubomirsky 

& Layous, 2013)。例如, Baños 等人(2017)提出, 对

于青少年进行在线干预时, 比起电脑操作, 通过

手机进行干预更加适合青少年, 因为他们对手机

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电脑; 当个人在运用某项技

能进行挑战活动时, 只有挑战和技能都很高并且

相 互 平 衡 , 个 人 才 会 产 生 “ 心 流 ” 的 体 验

(Csikszentmihalyi, 1990; Mao et al., 2016)。 

文化背景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东方文化

强调集体主义, 这使得东方文化中, 例如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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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幸福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 还来存在

着“他人取向” (other-oriented) (Ho, Duan, & Tang, 

2014)。因此, 强调参与者与他人关系的策略, 例

如(感恩、善良行为等)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提升幸福

感(D'raven & Pasha-Zaidi, 2014)。尽管积极心理学

的研究和干预已经在不同国家(例如中国、英国、

印度、拉丁美洲) (何敏贤等, 2014; Eades & Gray, 

2017; Marujo & Neto, 2016; Singh, Junnarkar, & 

Kaur, 2016)和不同领域(例如学校、临床、组织) 

(Macaskill, 2016; Meyers et al., 2013; Shankland & 

Rosset, 2017)中开展 , 但西方国家的研究和运用

远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多, 因此, 积极心理干预

的跨文化和跨群体的有效性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此外, 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等)也影响

着积极心理干预的效果(Layous & Lyubomirsky, 

2014)。 

5  积极心理干预的总体评价与未来发

展方向 

10 年之前, 积极心理学家们提出了疑问, “积

极心理学会有未来吗？”, 10 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

到, 积极心理学不仅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派别, 

其研究成果还广泛地被其他心理学流派吸收和采

纳(Proctor, 2017)。积极心理学和传统心理学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积极心理学并非要替代传统心理

学 , 它与传统心理学共同构成了一块硬币的两

面。而相比传统的心理干预, 基于积极心理学基

本原理而开发的积极心理干预, 面向对象、目标

结果、接受性更广泛; 同时, 有学者认为积极心理

干预还具有见效快、成本低、能够避免污名化

(D'raven & Pasha-Zaidi, 2014; Lambert D'raven, 

Moliver, & Thompson, 2015)等优势。因此, 积极

心理干预不是新瓶装旧酒, 而是建构在对问题视

角的反思上、基于被实证检验过的知识而形成的

一系列新的心理干预策略, 是心理学在辩证地发

展中所开出的新花。 

未来在开展积极心理干预的研究和实践中应

当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未来研究需要开展严格的随机对照组

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目前, 许多积

极心理干预仅仅是初步的研究, 缺乏对照组、安

慰剂效应组等来检验其有效性。例如 , Flink, 

Smeets, Bergbom 和 Peters (2015)对慢性病患者开

展了为期 7 周的积极心理干预。干预策略包括三

件好事、品味、想象自己最好的状态等练习。干

预仅仅对参与者进行了前测、后测和 3 个月后的

跟踪测试, 并没有设置对照组和安慰剂效应组。 

其次, 上文中提到的 Duan 和 Bu (2017a)开展

的干预以及 Farmer 等人(2015)开展的干预, 都采

用了认识和使用性格优势这一策略, 但二者分别

与认知行为疗法、自我决定理论两种不同的模型

相结合。未来的研究还需将干预策略与理论模型

结合起来检验, 探索同一策略与不同模型相结合

时, 其效果是否存在差别, 何种模型更有效。 

再次, Sin 和 Lyubomirsky (2009)对 49 个通过

积极心理干预提升幸福感研究和 25 个通过积极

心理干预降低抑郁情绪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结

果发现积极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幸福感、降低

抑郁情绪, 干预具有中等效应。然而, Bolier 等人

(2013)对 19 个通过积极心理干预提升主观幸福感

(Subject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降低抑郁情绪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 

结果表明尽管干预效应显著, 但效应量很小。因

此, 未来研究还需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更多的元分

析, 检验效应值大小, 以确定不同的积极心理干

预结果在强度和方向上的差异。此外, 未来研究

还应当寻找“人−环境−方法”的最佳匹配性。针对

不同的干预对象(例如临床患者与健康人群)、不同

的文化背景(例如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

(例如学校、企业), 寻找最为适切的干预手段。 

发展方向上, 未来的研究应当注意将内容取

向与机制取向相结合, 将独立运用与整合运用相

结合, 将效度原则和经济成本相结合。首先, 将内

容取向和机制取向相结合要求研究者和实务工作

者在设计积极心理干预的过程中, 以明确干预路

径可行性为前提, 以强化个体“积极资源”为目标, 

以改变积极变量为手段, 选择和设计具有“人−环

境−方法”最佳匹配性的干预策略, 为有需要的人

群提供积极心理干预 , 帮助个体达到丰盈的状

态。值得注意的是, 盲目地强调“积极”, 一味地促

进个体的积极资源并不是最有效的途径, 相反地, 

还会带来负面影响。Hervás (2017)指出, 积极情绪

对于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是呈倒 U 型的, 高强度和

低强度的积极情绪都无益于幸福感。未来在研究

和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适度原则 , 避免出现“日

中则昃, 月满则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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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将独立运用与整合运用相结合, 能够

充分发挥积极心理干预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如

前文所述, 积极心理干预既可以独立地运用(如希

望疗法、幸福疗法等), 也可以和其他心理治疗方

法相结合(例如认知行为疗法、正念等); 可以将积

极心理干预的策略整合, 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开

展干预, 例如, 包含 14 种策略的积极心理治疗和

包含 6 种策略的简短积极心理治疗; 还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实施干预(Rashid, 2015; Seligman et al., 

2006; Walsh et al., 2017; Woodworth, O'Brien-Malone, 

Diamond, & Schüz, 2017)。尽管这些都体现了积极

心理干预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研究者和实务工

作者还需要重视干预可及性的问题。Hone, Jarden

和 Schofield (2015)通过回顾和总结, 发现积极心

理干预的平均流失率达到 27%, 意味着有相当一

部分的参与者在干预过程中退出。这部分流失的

参与者为何流失, 他们具有怎样的特征, 是因为

参与意愿低还是因为干预活动设计不合理, 未来

的研究应当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最后, 将效度原则和经济成本相结合, 需要

干预设计者考虑积极心理干预在现实环境中实施

时, 其效果的持续性以及积极干预的成本。积极

心理干预作为一种简短的干预策略, 这些干预策

略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帮助参与者提升幸福感, 降

低负面情绪。Seligman 等人提出, 积极心理干预

的干预周期越长, 干预的效果越好(Seligman et al., 

2005)。而近来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单一的、短期

的, 还是较长周期的干预都具有显著的即时和短

期效果(Duan & Bu, 2017a; Meyers & van Woerkom, 

2017;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 Ruch, 2016)。

然而, 蜜月式的干预之后, 这一效果是否能够维

持, 能维持多久, 当前的研究尚难以解答。因为多

数的研究并未进行长期的跟踪测试, 仅有少部分

研究进行了 6 个月以上的跟踪测试(Hone et al., 

2015), 再加上较高流失率的影响, 干预的长期效

果难以保证。前文中提到, 有学者认为积极心理

干预具有成本低的优势, 然而这些所谓的低成本

操作, 往往是在实验条件下进行的小规模操作。

目前极少有研究者报告干预的成本和详细的开支

(Hone et al., 2015)。当积极心理干预运用到大规模

的人群(例如公司、学校、社区)中, 成为积极干预

项目时, 活动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就不得不将实

施成本纳入考量标准。 

本文通过对积极心理干预的定义及其主要策

略(即干预的核心要素)、干预的成效及其机制(即

干预的中介因素)、干预起作用的基本条件(即影响

干预效果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梳理, 探讨并回答

了积极心理干预如何起作用、为何起作用以及何

时起作用这一系列关键问题, 明晰了积极心理干

预的独特性、有效性、科学性, 并为未来的研究

和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积极心理学发展至

今 , 尽管成果丰硕 , 但可以看出 , 积极心理干预

仍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假设, 目前积

极心理学也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整合

所有形式的积极心理干预。未来积极心理学应当

与更多相关学科进行充分有效的对话和合作(彭

凯平, 窦东徽, 刘肖岑, 2011; Deci & Vansteenkiste, 

2004; Linley, Joseph, Maltby, Harrington, & Wood, 

2012), 以丰富和深化其理论, 从而展开更加科学

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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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Are they selling 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DUAN Wenjie1; BU He2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Hongkong, 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is fruitful. Content-level and Mechanism-level 

are two main perspectives to define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PPIs). Strategies adopted in PPIs 

mainly focus on identifying and using positive strengths, noticing and appreciating positive feelings, 

training and acquiring positive thoughts, and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Positive 

thoughts, positive feelings, positive behaviors, need satisfaction and neural evidences function as the 

possible active ingredients of PPIs. Features of activity, features of person and features of cultural 

background play the role as modera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PPIs. Future study 

should integrate both Content- and Mechanism-level to define PPIs, apply both independent and packed 

PPIs, and follow effective and cost-effective principles.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strategy; mechanism 

 

 


